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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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绿色经济效应，基于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数据，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方法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试点城市实施创新型城市政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技术进步是主要原因；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政府干预增强是潜在影响渠道，政策效果在长江不同区位和不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存在异质性；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长江经济带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间对这一政策的学习借鉴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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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Innovative Cities Promote the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Zhang Sifei1，Sun Yixin1
(1.Institute of Central China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108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3 to 2019 and the multi-stage DID method, the article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the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on the green economy using the policy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ve city poli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an improv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progress of green technology is the main reason.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capacity,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nhance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re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channels, and the policy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in different levels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has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learning of this policy between cities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政策之一，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旨在建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发挥显著创新引领支撑作用的城市，而绿色发展才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发挥了创新创造[1]、对外开放[2]、环境改善[3]等良好效应，而绿色经济效应能否得到发挥值得期待。
全面考虑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约束、能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逐渐成为一个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绿色经济发展从经济学本质上讲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改善[4]。本文聚焦长江经济带，运用多期DID模型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探索潜在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干预增强的中介机制，并探索这一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期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政策效果评估和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政策背景和文献综述
1.1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推进
2008年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批准深圳成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此后两部门出台系列政策文件分批次设立创新型城市试点。2010年，《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科发体［2010］155号)明确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强环境保护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指导意见。2016年，《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国科发创［2016］370号)新增“绿色低碳”的建设原则。2018年，《关于支持新一批城市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函》(国科函创［2018］59号)提出“着力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打造区域创新示范引领高地”。
迄今为止，在深圳“先行先试”和各批次城市“试点-总结-推广”的不断实践中，国家共设立78个创新型城市试点。其中，长江经济带沿线共设立苏州、长沙、武汉等6批次31个试点城市（见表1）。根据《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试点城市中，长江下游城市和较大城市的社会发展及创新基础较好，设立试点数目较多。相比非试点城市，创新型试点城市享有政策红利且分布在不同区位，为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净效应创造了条件。
表1 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建设批复试点名单
	政策实施年份
	创新型城市试点
	城市数量

	2009
	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合肥、南昌、长沙
	7

	2010
	上海、宁波、嘉兴、武汉、重庆、成都
	6

	2011
	连云港
	1

	2012
	南通
	1

	2013
	宜昌、扬州、泰州、盐城、湖州、萍乡、襄阳、遵义
	8

	2018
	徐州、绍兴、金华、马鞍山、芜湖、株洲、衡阳、玉溪
	8


1.2 文献综述
1.2.1 创新型城市与绿色经济
创新型城市试点依托创新资本、创新人才、创新环境等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持续创新和发展经济[5,6]。微观上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7]和全要素生产率[8]，宏观上这一政策提升了城市的创新水平[1]、创新集聚水平[9],促进了城市要素流动[10]、推动了产业集聚[11]。创新型城市试点也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这一政策提升绿色创新水平[12]，显著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城市环境[3]，提升碳排放绩效且具有持续性[13]，通过技术效应、集聚效应和倒逼效应三条途径促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14]。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过程中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链协同的途径，使试点城市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15]。部分企业在政府支持下首先施行先进技术，其他企业模仿改进实现自主创新，同样得到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外部收益。同时，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府大力支持的企业往往成为产业链的主导企业，主导企业并购同行业企业或向产业链上下游拓展，使相关企业协同生产[16]，推动产业整合优势资源，减少生产能耗，从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1.2.2 中介机制
在市场自发调控和政府主观引领共同作用下，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能通过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干预增强的中介机制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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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81860936]图1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GTFP提升的作用机制
创新能力提升的中介机制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和科学人力的增加。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环保技术研发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激励[17]，这种强劲动力有利于城市汇集高端人才、研发资本、高新企业等创新要素[18]，创新能力提升带来技术进步[19]，通过生产技术进步和低碳环保技术升级[20]，使企业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有效减少污染排放量，推动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另一方面，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21]，创新型人才的集聚有利于知识获取与扩散[22]，知识的溢出促进创新人才不断累积，形成人才高地，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率。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23]。创新型城市试点能够借助政策优惠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11]。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不得不进行技术改造清洁生产，或整合产业链条加快绿色化升级改造，否则将被迫迁出试点城市或直接退出市场；随着产业结构协同性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比例渐趋合理，将催生各个产业链条绿色化转型，减少环境污染，产生的绿色效应将逐步显现。
最后，设立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府会采取积极的落实举措，包括强化环境规制[24]和对环保技术创新施行更加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25]。一方面，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的外部干预[26],政府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污染防治攻坚战”监管，可以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物排放[27]，实现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加大科学财政支出能够扶持科技创新，对大型基础设备、研发公共平台、产业园区提供科研财政，使本地财政支出向城市创新和企业创新领域倾斜，可以有效提升创新质量，从而提升绿色经济发展质量。
结合现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聚焦长江经济带这一区域发展战略，在城市层面搭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联系。（2）拓展已有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研究局限于2008-2013年的样本，增加对2016、2018年最新两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效果的考察。（3）从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干预增强三方面探索中介效应机制。（4）引入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SDID-SDM)，考察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基准模型
参考政策研究文献[28]，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含虚拟变量DID的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设定模型1：
            （1）
下标和分别表示第个地区和第年，为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为控制变量组，代表个体固定效应，代表时间固定效应，为误差项。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度量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产生的绿色经济效应，若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系数应显著为正。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1）的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及中介变量见表2。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由Maxdea软件测算。其他运算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各省份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
表2 主要变量描述与计算方法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应用ML指数测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技术进步（GTC）
	GTFP分解项-绿色技术进步

	
	绿色技术效率（GEC）
	GTFP分解项-绿色技术效率

	核心解释变量
	创新型城市（DID）
	虚拟变量（0,1）

	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GDP 

	
	经济发展水平（Economy）
	人均GDP

	
	基础设施水平（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熵值法）

	
	教育水平（Education）
	高等学校大学生人数

	
	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
	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GDP

	中介变量
	专利发明（Patent）
	专利申请数量

	
	科技人员（Researchers）
	从事科学、技术的人员数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A-industry）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产业结构合理化（S-industry）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政府环境干预（ERI）
	环境规制指数

	
	政府科学支出（SE）
	政府科学方面财政支出


3.3 变量解释
[bookmark: _Hlk81342963]（1）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ML指数）[29]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分解。ML指数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TC）和技术效率指数（EC）。测算过程的投入指标包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资源投入，产出指标包括期望产出GDP和非期望产出工业三废。值得注意的是，ML指数、TC指数、EC指数均为变化率，故将基期2003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设为1，累乘各年度的指数值得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以及绿色技术进步（GTC）、绿色技术效率（GEC）。
[bookmark: _Hlk76941106]（2）核心解释变量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DID）。本文选取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设立的31个创新型试点城市为处理组，其余77个非试点城市为对照组。为保持分批次设立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动态调整变化，将处理组城市设立创新型城市试点之前的DIDit设为0，设立当年及以后的DIDit设为1，在时间跨度内该城市不是创新型城市试点则其DIDit一直为0。
（3）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30,31]，选取代表城市特征的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度量；经济发展水平（Economy）用城市人均GDP衡量；基础设施水平（Infrastructure），用熵值法构建的包括交通、通信、能源、环境、教育、文化、医疗的综合指数衡量；教育水平（Education），用高等学校大学生人数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用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和GDP的比值衡量。
（4）中介变量。选取发明专利申请数量（Patent）和从事科学工作人员数量（Researchers）作为代表创新能力的中介变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A-industry）指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R-industry）指数衡量。根据配第拉客定理构造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为第个产业占GDP的比重）[32]，表示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演进；构造泰尔指数[33] 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表示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各产业协调发展。政府干预的中介变量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直接采用政府科学方面的财政支出（SE），另一方面使用单位产量的污染物排放衡量环境规制强度（ERI），能够同时反映各城市的经济效益和政府对企业排污的控制力度。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长江经济带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效应估计结果如表3。第（1）列至第（5）列采取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变量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至少5%水平上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产生强烈的促进作用。平均来看，0.027的系数表明2009年至2019年的十一年政策期间，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平均每年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25%。第（6）列呈现了政策变量对绿色技术进步（GTC）的回归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5%的水平上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进步，且相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拟合效果更好，说明在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进步成为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这印证了技术进步的产生有助于生产要素边际产出的提高[34]。
表3 DID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GTFP
	
	GTC
	
	GEC

	Variables
	(1)
	(2)
	(3)
	(4)
	(5)
	
	(6)
	
	(7)

	
	
	
	
	
	
	
	
	
	

	DID
	0.044***
	0.029***
	0.027**
	0.028**
	0.026**
	
	0.029**
	
	-0.003

	
	(0.011)
	(0.011)
	(0.011)
	(0.011)
	(0.011)
	
	(0.013)
	
	(0.013)

	Economy
	0.030***
	0.029***
	0.025***
	0.021***
	0.018***
	
	0.038***
	
	-0.012

	
	(0.004)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7)

	FDI
	
	-0.009***
	-0.009***
	-0.010***
	-0.010***
	
	-0.014***
	
	0.003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Infrastructure
	
	
	0.116*
	0.114*
	0.104
	
	0.292***
	
	-0.078

	
	
	
	(0.064)
	(0.064)
	(0.063)
	
	(0.077)
	
	(0.073)

	Education
	
	
	
	0.008
	0.008
	
	0.007
	
	0.001

	
	
	
	
	(0.008)
	(0.008)
	
	(0.010)
	
	(0.010)

	Finance
	
	
	
	
	0.011
	
	0.062***
	
	-0.045***

	
	
	
	
	
	(0.007)
	
	(0.009)
	
	(0.008)

	Constant
	0.762***
	0.795***
	0.824***
	0.781***
	0.796***
	
	0.499***
	
	1.203***

	
	(0.039)
	(0.040)
	(0.043)
	(0.062)
	(0.063)
	
	(0.074)
	
	(0.071)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R2
	0.094
	0.159
	0.172
	0.161
	0.122
	
	0.229
	
	0.054

	N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4.2 中介效应
为了检验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增加两个递归模型，构建中介效应模型2、3：
          （2）
  （3）
将分别设定为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干预增强对应的中介变量，分别检验其是否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渠道。反映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反映中介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若二者均显著，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同时，不显著表明中介变量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显著为正且小于表明中介变量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4.2.1 创新能力提升的中介效应
表4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变量对专利发明（Patent）和科技人员（Researchers）两个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两个中介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创新能力提升的确发挥了中介作用，且科技人员队伍的增强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由于创新能力提升更直接地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进步，所以同时回归分析两个中介变量对绿色技术进步（GTC）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这种促进效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类似，系数更大且拟合效果更好。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使城市创新活力逐渐发挥，更多科技人才投入研发生产，通过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极大提升治污能力，促进清洁生产和绿色效能的释放，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bookmark: _Hlk81086765]表4 创新能力提升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中介检验模型
	
	直接效应模型
	
	
	中介检验模型
	
	直接效应模型

	
	Patent
	
	GTFP
	GTC
	
	
	Researchers
	
	GTFP
	GTC

	Variables
	(1)
	
	(2)
	(3)
	
	
	(4)
	
	(5)
	(6)

	Core variables
	
	
	
	
	
	
	
	
	
	

	DID
	2.167***
	
	0.033***
	0.046***
	
	
	1.307***
	
	0.001
	0.022

	
	(0.143)
	
	(0.011)
	(0.013)
	
	
	(0.099)
	
	(0.012)
	(0.014)

	Patent
	
	
	0.011***
	0.032***
	
	
	
	
	
	

	
	
	
	(0.002)
	(0.002)
	
	
	
	
	
	

	[bookmark: _Hlk81073538]Researchers
	
	
	
	
	
	
	
	
	0.019***
	0.006*

	
	
	
	
	
	
	
	
	
	(0.003)
	(0.00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R2
	0.294
	
	0.118
	0.191
	
	
	0.631
	
	0.104
	0.230

	N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4.2.2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表5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A-industry）和产业结构合理化（R-industry）两个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两个中介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了中介作用，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催生清洁技术更新换代可能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所以同时回归分析中介变量对绿色技术进步（GTC）的影响效果，表明这种促进效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类似，系数更大且拟合效果更好。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促使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淘汰转移，而创新能力强、高附加值、生产经营更加清洁环保的企业更好地运转，促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表5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中介检验模型
	
	直接效应模型
	
	
	中介检验模型
	
	直接效应模型

	
	A-industry
	
	GTFP
	GTC
	
	
	R-industry
	
	GTFP
	GTC

	Variables
	(1)
	
	(2)
	(3)
	
	
	(4)
	
	(5)
	(6)

	Core variables
	
	
	
	
	
	
	
	
	
	

	DID
	0.068***
	
	0.035***
	0.035***
	
	
	0.007***
	
	0.012
	0.012

	
	(0.007)
	
	(0.011)
	(0.013)
	
	
	(0.001)
	
	(0.011)
	(0.013)

	A-industry
	
	
	0.108***
	0.612***
	
	
	
	
	
	

	
	
	
	(0.037)
	(0.043)
	
	
	
	
	
	

	R-industry
	
	
	
	
	
	
	
	
	1.869***
	2.388***

	
	
	
	
	
	
	
	
	
	(0.281)
	(0.33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R2
	0.417
	
	0.104
	0.239
	
	
	0.284
	
	0.101
	0.251

	N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4.2.3 政府干预增强的中介效应
表6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变量对环境规制强度（ERI）和科学支出（SE）的影响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两个中介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在环境规制和科学财政支持方面的干预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增强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使城市产业创新和升级过程中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绿色效益，增强了环境规制的力度，给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财政保障，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表6 政府干预增强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中介检验模型
	
	直接效应模型
	
	
	中介检验模型
	
	直接效应模型

	
	ERI
	
	GTFP
	
	
	SE
	
	GTFP

	Variables
	（1）
	
	（2）
	
	
	（3）
	
	（4）

	Core variables
	
	
	
	
	
	
	
	

	DID
	0.061***
	
	0.015
	
	
	0.423***
	
	0.026**

	
	(0.015)
	
	(0.011)
	
	
	(0.075)
	
	(0.011)

	ERI
	
	
	0.185***
	
	
	
	
	

	
	
	
	(0.018)
	
	
	
	
	

	SE
	
	
	
	
	
	
	
	0.009**

	
	
	
	
	
	
	
	
	(0.0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836
	
	1,836
	
	
	1,836
	
	1,836

	R2
	0.248
	
	0.201
	
	
	0.853
	
	0.123

	N
	108
	
	108
	
	
	108
	
	108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5 进一步分析
5.1 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表7列示了长江经济带不同城市区位和不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的绿色经济效应在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存在一定差异，对于相对发达的长江下游城市，DID变量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和基准回归相比系数更大，说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长江下游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但这一政策对长江中游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因为长江中游实施政策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少且政策实施年份相对较晚，政策的绿色经济效益没有完全释放。根据常住人口规模划分大型城市、中型城市、小型城市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三种规模的城市，在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提升，表明政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效果具有普适性。
表7 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城市区位异质性
	
	
	城市规模异质性

	
	长江下游
	
	长江中游
	
	长江上游
	
	
	大型城市
	
	中型城市
	
	小型城市

	
	GTFP
	
	GTFP
	
	GTFP
	
	
	GTFP
	
	GTFP
	
	GTFP

	Variables
	(1)
	
	(2)
	
	(3)
	
	
	(4)
	
	(5)
	
	(6)

	Core variables
	
	
	
	
	
	
	
	
	
	
	
	

	DID
	0.073***
	
	0.005
	
	0.057*
	
	
	0.061***
	
	0.061***
	
	0.043**

	
	(0.014)
	
	(0.021)
	
	(0.029)
	
	
	(0.022)
	
	(0.017)
	
	(0.02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697
	
	612
	
	527
	
	
	323
	
	714
	
	799

	R2
	0.196
	
	0.101
	
	0.333
	
	
	0.095
	
	0.148
	
	0.011

	N
	41
	
	36
	
	31
	
	
	19
	
	42
	
	47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5.2 GTFP水平上的异质性分析
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采取20%、40%、60%、80%四个分位点，考察政策效果是否存在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递增的趋势。政策变量DID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随分位点提高而逐渐增大，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的趋势，即原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高的城市在实施政策后，绿色经济发展的效果更显著。这也启示原本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应努力探索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方法，发挥经济的绿色效益。
表8 不同GTFP水平的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GTFP(.2)
	GTFP(.4)
	GTFP(.6)
	GTFP(.8)

	Variables
	(1)
	(2)
	(3)
	(4)

	
	
	
	
	

	DID
	0.054***
	0.065***
	0.080***
	0.096***

	
	(0.013)
	(0.011)
	(0.011)
	(0.016)

	
	
	
	
	

	Observations
	1,836
	1,836
	1,836
	1,836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5.3 空间溢出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过程中，周边城市主动学习试点城市的外溢技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也可能存在搭便车和将本地区污染物排放至其他地区的现象，导致不能有效带动周围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因此，研究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意义。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相关性的全局莫兰检验表明Moran's I指数和Getis & Ord's G指数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支持长江经济带城市存在空间相关性。局部莫兰指数检验结果（见图2、图3）表示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存在正向空间效应，表现为低低集聚、高高集聚的形态。
[image: ][image: ]










图2 GTFP的局部莫兰指数（2003—2019年）      图3 GTFP的局部莫兰指数（2019年）
经过空间滞后项检验、豪斯曼检验、LM检验、LR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借鉴相关研究[35]构建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SDID-SDM)分析空间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见模型4。

                            （4）
回归分析中，是长江经济带空间权重矩阵，选择反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分别回归分析（见表9）。是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反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空间联系，运用两个空间权重矩阵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与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集聚效应。衡量城市自身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即不受其他城市影响），系数为测算的总效应，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带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作用依然显著。同时，相比第（3）列DID的系数0.025，运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的DID系数均明显变大，进一步说明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长江经济带的集聚效应。则衡量其他城市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本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显著为正的系数表示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通过相互借鉴治理方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比，空间直接效应和空间间接效应测算的系数同样表明了空间溢出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且空间间接效应更大。综上所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长江经济带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间借鉴政策做法、相互带动政策实施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表9 空间DID回归结果
	
	反距离矩阵
	
	经济地理矩阵
	
	基准回归

	
	GTFP
	
	GTFP
	
	GTFP

	Variables
	(1)
	
	(2)
	
	(3)

	DID
	0.511***
	
	0.062***
	
	0.025**

	
	(0.011)
	
	(0.011)
	
	(0.011)

	W×DID
	0.992***
	
	0.065**
	
	

	
	(0.284)
	
	(0.031)
	
	

	ρ
	1.218***
	
	0.120**
	
	

	
	(0.261)
	
	(0.05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sigma2_e
	0.009***
	
	0.009***
	
	

	
	(0.000)
	
	(0.000)
	
	

	空间直接效应
	0.035***
	
	0.023**
	
	

	
	(0.011)
	
	(0.011)
	
	

	空间间接效应
	0.476***
	
	0.039**
	
	

	
	(0.148)
	
	(0.018)
	
	

	Observations
	1,836
	
	1,836
	
	1,836

	R2
	0.111
	
	0.118
	
	0.089

	Number
	108
	
	108
	
	108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6 稳健性检验
6.1 平行趋势检验
运用DID模型考察政策影响效果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借鉴事件研究法[36]构建计量模型5：
      
                              （5）
[bookmark: _Hlk81300396]变量的上标为-n表示所在城市被批准为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前n年，上标为0表示所在城市当年被批准成为创新型城市试点，上标为n表示所在城市被批准为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后n年。图4描绘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政策时点前的系数在95%的置信区间内包含0且不显著，各年GTFP水平几乎连成一条平直的线，表明政策实施前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政策时点之后，政策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来越大，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的变化趋势逐渐出现差异，表现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政策实施两年内稳步上升，第三、第四年小幅回落，在之后的年份保持快速上升的趋势，显示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良好效果。
[image: ]
图4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平行趋势检验
6.2 反事实检验
考虑如果政策在提前实施N年的反事实情况下是否还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分别假设提前实施政策1年、2年、3年和4年，四种反事实情况的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四种反事实情况中均不显著，表示模型通过了反事实检验。即如果政策不是在颁布的年份实施而是提前几个年份实施，均不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也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确是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之后得到显著提升。
表10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反事实检验
	
	GTFP

	
	提前实施政策1年
	
	提前实施政策2年
	
	提前实施政策3年
	
	提前实施政策4年

	Variables
	(1)
	
	(2)
	
	(3)
	
	(4)

	Core variables
	
	
	
	
	
	
	

	DID
	-0.012
	
	-0.015
	
	-0.023
	
	-0.030

	
	(-0.453)
	
	(-0.676)
	
	(-1.136)
	
	(-1.48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836
	
	1,836
	
	1,836
	
	1,836

	R2
	0.271
	
	0.273
	
	0.276
	
	0.277

	N
	108
	
	108
	
	108
	
	108


[bookmark: _Hlk81300926]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6.3 基于PSM-DID的检验
为控制创新型试点城市和非创新型试点城市因要素禀赋、区位优势产生的其他差异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对对照组进行重新构建。使用 Logit模型测算协变量倾向得分，使用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绿色技术进步（GTC）为产出变量，利用近邻1对3的匹配方式对样本进行核匹配，匹配结果满足共同趋势假定。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再次进行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政策变量的系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对绿色技术进步（GTC）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使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验证，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的确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表11 PSM-DID回归结果
	
	GTFP
	GTC

	Variables
	(1)
	(2)

	Core variables
	
	

	DID
	0.019*
	0.042***

	
	(1.714)
	(3.100)

	Controls
	
	

	FDI
	-0.009***
	-0.013***

	
	(-4.571)
	(-5.267)

	Education
	0.008
	-0.017**

	
	(1.331)
	(-2.155)

	Economy
	0.023***
	0.056***

	
	(4.440)
	(8.328)

	Infrastructure
	0.099
	0.255***

	
	(1.611)
	(3.424)

	Finance
	0.004
	0.048***

	
	(0.592)
	(6.022)

	Constant
	0.758***
	0.601***

	
	(14.528)
	(9.009)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Observations
	1,804
	1,775

	R2
	0.157
	0.230

	Number
	108
	108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数据，运用多期DID方法评估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对中介机制、异质性和空间效应进行了讨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技术进步是主要原因。（2）试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政府干预增强是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潜在渠道。（3）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绿色经济效应基于不同城市区位、不同城市规模和不同GTFP水平具有异质性，长江下游城市的政策效果最明显，原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城市政策效果更加显著。（4）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在长江经济带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间借鉴政策做法、相互带动政策实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根据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总结创新型试点城市的经验，发挥其示范带动效应，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坚持市场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升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在企业竞争与合作中整合城市创新资源用于促进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非试点城市应积极利用创新型试点城市的技术外溢，主动模仿学习技术以致达到自主创新，主动寻求产业技术的更新换代，促进清洁生产，实现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第二，进一步加强政府在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发展中的引领和引导作用。市场机制在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中存在诸多“失灵”，政府要带好头、站对位，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更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政府可以为科技创新所需的大型基础设备、研发公共平台、产业园区提供适宜的财政货币优惠政策，对重点产业加强投资、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加大对低碳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以更多的专项补贴支持科研人员进行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坚定进行污染防治，监督治理企业污染，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将资源节约、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第三，充分考虑长江上中下游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差异情况，统筹兼顾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创新发展的协调性。通过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区域利益补偿等机制提升创新资源在长江上游、长江中游的配置水平，提升区域协同治理效能。积极探索长江上中下游的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各城市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相互学习借鉴，有效引导长江上中下游企业竞合关系良性发展，平衡发展差异，促进地区间的创新协调。
注释：
1）长江经济带共110个地级市，选取城市样本时因缺失数据较多剔除毕节市和铜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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